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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批判與價值重建

⊙ 楊俊蕾

 

王岳川：《中國鏡像：90年代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時下大陸學界風行文化研究，這既是上一世紀餘音不消的文化熱的延續，也是理論話語的再

度更新。坊間標明此題的出版物出得多、售得急，原因在於無論學人還是讀者，都希圖盡快

捕捉到文化轉向之後的新趨勢，然而，細檢之後才發現其中大多隱藏三個癥結：其一，迎合

日益泛濫的大眾文化、審美文化、娛樂文化，在範式更新的旗號下使嚴肅的學術研究本身

「大眾文化化」；其二，以研究對象的轉變為根本範型轉變，羅列現象變化，迴避深層疑

問，在平面化的描述中失卻價值維度；其三，屈從全球化風潮，在文化後殖民的弱勢狀態下

淡忘本土文化特性，諱言重建民族文化的主題。由此而來的疑問就是，難道此次學界熱點又

是一次跟風追潮，在大規模術語挪移中遮蔽真正的中國問題？然而在閱讀了《中國鏡像：90

年代文化研究》之後，卻發現了國內學界話語轉型的新特點和文化研究新範式確立的可能。

此書以「文化研究」的思維範式為出發點，從公共空間和個體倫理入手，將現代性和後現代

性視作當代「文化鏡像」，在「全球鏡像」中看「中國鏡像」，審理90年代中的文化症候和

思想景觀，關心各種主義掩蓋下的真實問題，反思問題產生的前因與後果。同時注意文化思

想問題的學術史清理，考察世紀末的人心人性，透視時代的喧囂浮躁，總結世紀之交的關鍵

性問題。

書中談及的關鍵問題包括：漢語知識界在共識破碎以後的話語論戰局面；保守、激進與自由

主義三維之間的運動軌跡；知識份子在學術／思想、經濟／政治、文化／傳媒之間的位置偏

移和重新定位；「後學」問題（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氛圍）在學術圈內的發生與衍變等。在

「後學」論爭一章中，書中透析了十餘年間百十來人的近千篇文章著作，雖然簡要卻依然全

面地展示了東方主義和西方主義、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的交鋒與交織，提出全球化語境

中的民族形象解讀和文化身份再識問題，述明何以必須在跨文化對話的前提下，進行現代性

反思和價值重建，整合本土性與全球性，推進自身現代化。在對這些現實問題的解析中，可

以看到此書在習見的「閱讀中國」、「闡釋中國」之外的「感知中國」、「理解中國」的意

緒與追求。此後，該書視線又凝聚在與個體精神相關的文藝問題上，辨析了新歷史主義對於

中國當代問題史的滲透，注意到少數話語言說方式的意義，關注先鋒藝術實驗的困境、詩歌

精神的降解和批評的失序、失語、失衡。貫穿其中的思考前提是，要「在中心文化和邊緣文

化、雅文化和俗文化所構成的張力場中，為現代人的生存選擇和文化身份加以價值定位」

（頁18）。

在大眾文化盛行，傳統價值失效的現實境況中，《中國鏡像》不趨同喝彩，也不斷然否棄，

而是在關照中尋覓隱匿其中的現世人們的情感方式，體察包含在事實與意義之中的真實情緒



流向，試圖以清明的理性、清晰的說理、清純的心境和清正的心性去把握批評的距離，堅持

批判的本位和批評的公正，對於一切消弭深度、媚俗從眾的無思、無品、無格的偽學術、偽

藝術加以整體的拒絕。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批評的鋒芒掃過文化的駁雜色彩時，並不意味

著就此懸擱了價值判斷。書中採用的現象學方法有助於避免偏頗先見的介入，卻不會傷及文

化重建的建構性思維。在".com"時代的狂歡聲中，該書卻堅持強調心性價值的深度模式。在

評析90年代漢語詩歌信仰坍塌後的歧路彷徨時，書中並不贊同迅速背轉詩性精神的逃逸舉

動，反對著意消解詩意存在的白話式的口語詩作，倡揚直面虛無的知識份子寫作氣質，希望

漢語寫作能夠走出源於生命根底的內在危機，清理民族的、個人的「歷史與記憶」，從「生

命的刀鋒」走向「思想的大道」（頁253）。

相對於80年代激昂澎湃的文化論述而言，《中國鏡像》一書顯得不無低調，但是這不能被視

為後現代語境中普遍放棄價值關懷的表現，因為當下中國的啟蒙問題經歷了複雜的變化，知

識份子的啟蒙首先得從自我清場開始。從「審父」到「審己」，關注傳統文化的當下意義和

民眾心理的真實變更，將價值關懷轉而體現在回歸自我的清場行為和對個體自身剛健浩然的

品格建構上，不再居高臨下地耳提面命，而是在有益他人的言說實踐中使人明白、體悟、接

受和轉變。由此確立起來的「新價值」就是對於張揚「新理想」和「新啟蒙」的訴求。所謂

新理想是在舊理想主義失敗、思想困倦之時對理想精神的全新籲請。新啟蒙則是「無止境的

心靈解蔽過程」，首先是整體精神的，對每個個體心靈的自我啟蒙，除去虛妄張狂而認清自

我，知悉自我存在有限性和可能性，洞察自我選擇的不可逆性與自我承擔選擇的結果，不去

營造包羅萬象的永恆體系，而是將它化作一種生命態度、人文氣質和哲思生活，「在自我精

神覺醒之後，學會真誠傾聽，寬容對己待人，追問言說與寫作的意義，使自己的存在成為社

會的微量元素，具有批判性、前瞻性和示警性」（頁111）。

這種理性態度與作者本人的立場定位不無關聯。如果說書中的尖銳批判顯示了精英文化立

場，急切的價值訴求顯示了終極關懷的取向，那麼，平實可信的言說風範和拒絕遊戲的沉思

品性正體現著這一代學人的自我定位，亦即，「不以世俗化的、語言遊戲的甚至是權力運作

的態度去看問題，強調向內挖掘獲得自我新生，在增加文化資本或更新知識結構的基礎上建

構自己的思想地基」。此外，該書的寫作在意識形態壁壘中力圖真實地描繪出複雜多變的文

化地形圖，辨明交錯其中的多方話語以及話語後的權力機制。在此，作者採取了邊緣化立

場，既反抗與權力話語包括商品權力話語的共謀關係，審理西方文化霸權話語，接受方法論

層面的、警惕作為本體論的或兼併論的、甚至是文化擠壓的話語霸權，同時對漢語學界知識

話語之間的論爭以及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西化傾向與文化保守傾向保持價值判斷，以避免

價值偏離，並以此衝破多重壁障，既不固步自封於無變化的傳統，又不迎合文化強勢，同時

警惕流俗文化的侵襲，始終保持著開放型對話。由此使得這本書的工作平台得以建立在與西

方話語的平等對話上，放眼世界學術前沿，把凸現於90年代的中國文化問題看作是與國際學

術齊平或準齊平的值得研究和追問的問題，擺脫西方話語霸權的壓力，彰顯本土研究實力，

參與而不是模仿，對話而不再複述，立足中國問題的實情與特性，而非尋找與西方文化現象

的疊合。面對時下備受關注的媒體傳播問題時，該書在博德利亞（Jean Baudrillard）、布

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的論述之後繼續推進，闡釋第三世界媒體所必須具有的「反霸

權空間」意識，對多元價值中的媒體神話加以深省。

就像中國文化精神往何處去是每一個不曾忘卻歷史創傷的知識份子都嘗試求解的難題一樣，

所有論述中國文化的著作都無法迴避如何在世界全球化中重建民族文化、再鑄民族精神的問

題。《中國鏡像》同樣處在後現、後殖語境裡為中國文化進行定位和為新世紀中國文化爭得



話語權的焦慮中。如何對傳統文化進行轉型性創造和批判性重建，如何引進話語機制，啟動

母語文化的僵化狀態並防止東方文化精神的失落，如何在科技神話、現代化神話、經濟金錢

神話中、在西化和跨國資本的參與中、在權力對經濟的介入中設立合理可行的預定目標，都

是該書的憂懷所在，需要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本土化（indigeni-zation）的二元

對立中審慎考慮。然而，「一種注重『社會資本』的具有文化精神信仰底蘊的『價值文

化』」（頁396），正在《中國鏡像》折射出的心性光輝中漸生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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